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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监察机关的宪法定位

  以国家机关相互间的关系为中心

秦前红*

摘 要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质上是监督权的重新配置,监察机关和监察权得以在此过

程中产生。此次修宪为之作了颇多的宪法设计,尤其是对监察机关作为国家机构在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进行了规定。据此规定,监察机关与权力机关

是“产生、负责和监督”的关系,与司法机关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与行政机关则为

“不受干涉,且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上下级监察机关间则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监察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间关系的运行需以宪法为遵循,同时,对宪法上监察机关和监察权定

位和性质的考察,也需通过上述国家机关间关系的讨论来展开,并需注重机构设置与权力运行

的实际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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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了贯彻和体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精神,为监察委员会的成立提供根本法依据,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就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产生、性
质、地位、人员组成、任期任届、领导体制等内容进行了规定。〔1〕若以修正案的篇幅为视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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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

论和实践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4JZD003)的阶段性成果。
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摘要)”,载《人民日报》2018年3月7日,

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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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可以发现此次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共有21条,其中11条与监察机关和监察权相关,特
别是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中增设了“监察委员会”一节。这一方面彰显了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事关重大,唯有通过宪法修改才能为改革提供充分的正当性基础,并使改革得以实质性推

进和深化;另一方面表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及因此为之的宪法修改,对此前宪法体制的影响

同样颇为重大。此般影响集中表现为将监察权形塑为一种此前宪法规定之外的权力类型,继

而使得监察委员会成为一个新的权力单元和系统。〔2〕本文以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作为事

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机构与职能的整合乃是改革的主要方法论。此过程中新机构的

设立及旧机构的撤销,实质上皆是国家监督权重新配置的外在表现形式,而监察机关和监察权

即为权力重新配置的结果。因此,如何认识此一新设立的国家机关和新出现的国家权力,便成

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开展至今已一年有余,理论上其实有不少关于监察机关定位和监

察权性质的讨论:首先,于监察机关的定位而言,有论者将其法律性质定位为行政机关、

司法机关或是政治机关;〔3〕亦有论者认为监察机关乃是被宪法授予国家监察权的新的

国家机构。〔4〕而改革者则认为监察机关实质上就是“反腐败工作机构,是政治机关,不

是行政机关、司法机关”。〔5〕其次,就监察权的性质而论,有论者认为新的监察权既非行

政权,也非司法权,而是一项独立的国家权力,这是新监察体制的标志性特色;〔6〕监察权

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权力,该权力就是监察权;〔7〕亦有论者基于改革实

践中监察机关履行的监督、调查和处置职责,认为监察权具有行政权和专门调查权的二

元属性;〔8〕还有论者着眼于机构与职能整合的改革思路,认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本质上

是既有政治资源的再整合、再分配,由此使监察权呈现为一种复合性权力的样态。〔9〕可

以发现,与此前的行政监察机关和行政监察权有别的是,国家监察机关因改革而具有的

宪法机关的地位,国家监察权亦由此成为一项宪定权力。如此一来,有关监察机关定位

和监察权性质的讨论,在相当程度上便成了一个宪法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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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林彦:“从‘一府两院’制的四元结构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合宪性路径”,《法学评论》2017年

第3期,第165页。
参见迟方旭:“对界定监察委员会法律性质的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月16日,

第8版。
参见刘茂林:“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中国宪法体制发展”,《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7年第

4期,第4页。
本报记者:“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取得实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综述”,载《人民

日报》2017年11月6日,第1版。
陈光中、邵俊:“我国监察体制改革若干问题思考”,《中国法学》2017年第4期,第28页。
张建伟:“监察至上还是三察鼎力———新监察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配置分析”,《中国政法大

学学报》2018年第1期,第177页。
参见郑曦:“监察委员会的权力二元属性及其协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

11期,第73-74页。
参见徐汉明:“国家监察权的属性探究”,《法学评论》2018年第1期,第1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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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力乃是现代宪法的核心功能,甚至可以说宪法的首要功

能和内容即在于构造并限制国家权力,〔10〕现代立宪国家通常基于一定的原则来构造国

家权力和组织国家机构。在我们国家,该原则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及民主集

中制的国家机构组织原则。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及由此而来的宪法修改,无疑丰富和发

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原则,这集中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下“一府两院”的
国家机关构架演进为“一府一委两院”的构架。监察机关在宪法所预设的“轨道”上行使

着监察权,并在权力行使过程中与其他国家机关产生关联。于此层面而言,若欲在宪法

层面认识监察机关的定位及监察权的性质,很大程度上需借由监察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

间关系的讨论,主要有监察机关与权力机关,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监察机关与行政机

关,以及上级监察机关与下级监察机关等四对关系。

一、监察机关与权力机关的关系

(一)民主集中制:产生、负责及监督

民主集中制乃是普遍适用于执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原则,且有着颇为丰富的

指向和内涵。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把这种原则和制度运用于政权建设,在国家机构中

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11〕我国现行《宪法》第3条规定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并将其作为一

项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该原则成为国家机关产生及相互间关系运行的遵循和基础。此项原

则的核心内容有三:一是在人民与权力机关的关系上,遵循由人民选举产生并监督权力机关的

原则;二是在权力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上,遵循由权力机关产生并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的

原则;三是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职权划分上,遵循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主动性和积极

性的原则。当然,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具体内容并非一成不变的,自“五四宪法”规定国家机关

“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以来,该原则在宪法上的涵义其实是自始变化和发展的,特别是“八二

宪法”对该原则的内容予以具体化。〔12〕同样地,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之下,监察机关

被纳入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体系当中。为此,宪法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亦需随之修改完善,以
便为监察机关的产生,以及其与其他国家机关间关系的运行确定根本法意义上的遵循和依据。

正是基于此种考量,《宪法修正案》第37条增加了监察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

受它监督”的规定。

由此可知,监察机关与权力机关在宪法上的关系至少有以下三层涵义:其一,权力机关的

宪法地位高于监察机关。我们国家“按照宪法确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国家政权体制和活动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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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主编:《新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59页。
参见肖蔚云:“新宪法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发展”,载肖蔚云:《论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版,第264-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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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实现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13〕并“在这个前提下,明确划分国家的行政权、审
判权、检察权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14〕依此逻辑,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所进行的机构

与职能整合,以及由此而生的监察机关与监察权,同样是在“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

的前提下进行和展开的。甚至可以说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基于现实需要创设出了监察权,并根

据分工负责、功能适当等原则将该权力配置给了监察机关。其二,监察机关由权力机关产生,

即监察委员会主任由本级人大选举,副主任和委员则由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免,对此《宪法》和
《监察法》皆有着较为详细的规定。但需注意的是开发区监察机关(监察委员会或是派驻监察

机构等)的产生和设置问题,因为诸如开发区、新区等地区通常只设有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管

理委员会等机关,而未设置相应的权力机关。因此,如何在此类地区产生和设置监察机关便成

问题。对此,实践中有在开发区设立监察委员会,并由省级人大根据省级监察委员会主任提

名,任免开发区监察委员会主任的做法。〔15〕此般开发区监察委员会及其组成人员的产生方

式,在很大程度上致使该地区(开发区)监察机关的法律地位变得模糊不清。因为现行《宪法》

和《监察法》皆未规定开发区可设立监察委员会,且按此方式产生的开发区监察委员会亦非《监

察法》当中的派驻或派出的监察机构。

其三,监察机关对权力机关负责,权力机关监督监察机关。这其实是一个“一体两面”的问

题,因为监察机关对权力机关负责,即体现为权力机关对监察机关的监督;而监察机关接受权

力机关的监督,亦表现出监察机关对权力机关负责。例如,监察机关向权力机关报告工作,既

是监察机关向权力机关负责的表现,亦属权力机关监督监察机关的表现。具体而言,我国现行

《宪法》明确规定了罢免与免职这一监督方式;《监察法》在此基础上规定了人大常委会听取本

级监察委员会专项工作报告,组织执法检查,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出询问或质询的监

督方式。此外,相较于“一府两院”而言,监察机关对权力机关负责,以及权力机关监督监察机

关的方式并不包括向人大作年度工作报告,《宪法》和《监察法》皆未对此进行规定,〔16〕但理论

上对此问题乃是不乏争论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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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第7页。

乔石:“在首都各界纪念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乔石:《乔石谈民主与法制》
(下),人民出版社、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年版,第430页。

例如,根据《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海南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暂行办法》第7
条的规定,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根据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的提名,决定任免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监察委员会主

任,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任免则参照该办法执行。参见“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任免海南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暂行办法”,载《海南日报》2018年1月22日,第A2版。
对于我国现行《宪法》和《监察法》未就监察委员会向人大报告工作,实践中的理由是监察委员会承

担的反腐败工作具有特殊性,调查过程涉及大量党和国家秘密,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事关重大,保密要

求高,不宜在人大会议上公开报告。参见王丹:“聚焦监察法草案④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载《中国纪检

监察报》2018年3月10日,第2版。
参见曲相霏:“国家机构‘报告工作’的宪法分析———兼论监察委员会‘报告工作’问题”,《北京联合

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15-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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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权力机关如何根据《监督法》监督监察机关

如上所述,现行《宪法》和《监察法》就权力机关监督监察机关的问题进行了规定,但只明确

规定了四种具体监督方式,即罢免与免职,听取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询问与质询,且未规

定此四种监督方式如何在实践中展开。显然,新成立的监察机关“位高权重”,对其的监督须足

以防止“过犹不及”。〔18〕无论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亦或是《监察法》皆注重对监

察机关的监督制约,其中即包括权力机关的监督。不过,与权力机关对“一府两院”的监督类

似,由于各级人大一年通常只开一次会,不可能对“一府两院”的工作施以经常性的监督。按照

《宪法》的规定,对“一府两院”工作实施经常性监督的职权通常是由人大常委会来行使的。〔19〕

同样地,权力机关对监察机关的监督,在很大程度上亦需由各级人大常委会来实施。而各级人

大常委会实施监督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

法》),如此一来,各级人大常委会如何根据《监督法》监督监察机关便成殊值探讨的问题,即《监
察法》规定的监督方式是否适用于各级人大常委会对监察机关的监督? 该问题的探讨又可引

申出两个更为具体的问题:一是《监察法》规定的各级人大常委会对监察机关的监督方式,是否

可适应《监督法》规定的监督程序? 二是《监察法》未规定,但在《监督法》当中有规定的监督方

式,各级人大常委会是否可将其运用于对监察机关的监督? 对于以上问题,理论上其实已有所

谈论:如有论者认为《监察法》规定的各级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监督方式,便
可适应《监督法》的相应规定。〔20〕还有论者认为,现行《监督法》规定的对“一府两院”的监督

方式大多可以适用于监察机关。〔21〕

本文以为,无论是基于各级人大常委会作为权力机关的宪法地位,还是为了防止监察权的

滥用,都有必要明确《监督法》规定的监督程序和监督方式得适用于监察机关,亦即各级人大常

委会运用《监察法》规定的监督方式之时,得适用《监督法》规定的具体程序;以及各级人大常委

会可运用《监督法》规定的监督方式对监察机关实施监督。理由主要有二:一是由于当前的《监
察法》同时“扮演”监察机关组织法、监察活动程序法等“角色”,以致于该部法律难以就所有问

题进行详细的规定,其中即包括各级人大常委会如何监督监察机关的问题。《监察法》当中虽

有规定听取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询问与质询等监督方式,但却未规定这些监督方式如何

在实践中运作。而《监督法》作为一部就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进行的专门立法,其中就监

督的方式、程序和内容皆有着相当具体的规定。二是《监察法》虽未明确规定规范性文件备案

审查、特定问题调查等监督方式得适用于监察机关,但这无疑是各级人大常委会作为权力机关

的应有之义,同样也能通过监督进而防止监察机关滥用权力。例如,监察机关在工作中制发的

决议、决定等规范性文件,亦应报相应的人大常委会备案,相应的人大常委会得对其进行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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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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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童之伟:“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何以强化”,《法学评论》2017年第1期,第1-4页。
乔晓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学习问答》,中国民主法制

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参见陈光中、姜丹:“关 于《监 察 法(草 案)》的 八 点 修 改 意 见”,《比 较 法 研 究》2017年 第6期,

第167页。
姜明安:“国家监察法立法的若干问题探讨”,《法学杂志》2017年第3期,第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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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宪法》和法律的审查。这其实也是开展合宪性审查工作的需要。当然,欲使《监督法》规
定的监督程序和监督方式得有效运用于权力机关对监察机关的监督,尚需对《监督法》进行相

应的修改。

(三)监察机关如何监督具有人大代表身份的公职人员

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曾有关于监察机关可否监督人大代表问题的讨论:有论者以

国家机关自律权等为根据,认为对“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职务违法违纪行为,应当由其

所在国家机关追究相应的责任,而不宜由监察委员会追究责任”。〔22〕亦有论者指出,各级人

大机关工作人员属于公职人员之范畴,并表明需对此处的“人大机关工作人员”作广义理解,认
为其不仅包括人大工作人员,还包括人大代表,〔23〕由此认为人大代表亦属监察之对象。还有

论者认为虽然监察机关可对人大代表进行监察,但应建立一定的防范和隔离措施,防止监察机

关通过对人大代表的监督,形成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实质监督。〔24〕本文以为,监察机关可否

监督人大代表的问题,乃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论题,绝不可一概而论。特别是该问题还与监察机

关与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相涉,因为权力机关即是由人大代表所组成的。具体来说,鉴于我国

人大代表构成等因素,该问题的可能解答如下:

其一,考虑到我国兼职代表制的现实,不加区分地认为具有人大代表身份的公职人员皆可

免于监察,无疑是不切实际的,也将有碍于反腐败工作的正常开展。曾有论者指出,当前我国

各级人大有95%以上的人大代表为兼职代表。〔25〕因此,对于此类人数甚众的兼职代表而言,

人大代表之身份于其而言其实只是一种“兼职”,在此之外尚有其“主业”和“本职”工作,其中便

有被纳入监察机关监察对象的职业,如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等。故而,对于此类具有人大代表身

份的公职人员,〔26〕其亦得成为监察机关监督之对象。

其二,监察机关在监督具有人大代表身份的公职人员时,亦须注重《宪法》和法律对人大代

表的特殊保障。在现代民主国家,为保障议员个人的安全与自由,均给予其在言论、身体等层

面的特殊保障。〔27〕我国现行《宪法》第74条亦规定了全国人大代表在人身层面的特殊保障,

即非经全国人大会议主席团或全国人大常委会许可,不受逮捕或刑事审判。而《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以下监察《代表法》)更是在第四章专门就代表执行职

务的保障问题进行了规定。因此,监察机关在监督具有人大代表身份的公职人员时,也应当遵

守《宪法》和法律中有关人大代表特殊保障的规定。例如,《监察法》中的留置措施自然属于《代
表法》第32条所规定的“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是故监察机关在对具有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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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光:“论监察委员会‘全覆盖’的限度”,《中州学刊》2017年第9期,第72页。
参见蔡乐渭:“国家监察机关的监察对象”,《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第137页。
马怀德:“再论国家监察立法的几个主要问题”,《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1期,第10页。
参见郝铁川:“循序渐进完善人大代表制度”,载《法制日报》2015年10月13日,第7版。
例如,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共2980名,其中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有1011名,占代表总数的33.93%。

参见李小健、王博勋:“2980名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全部有效”,《中国人大》2018年第5期,第39
-40页。

参见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71-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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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身份的公职人员采取留置措施时,无疑应当履行相应的许可或报告手续。

其三,不具有公职人员身份的人大代表,是否得成为监察机关的监督对象? 该问题

在理论及实践上皆是不乏争论的,例如,在“拉票贿选”事件中,不具有公职人员身份的人

大代表收受他人贿赂的行为,是否构成刑法上的受贿罪? 以及不具有公职人员身份的人

大代表,欲当选上级人大代表时向他人行贿的行为,是否构成刑法上的行贿罪? 对此类

问题,理论上存在截然相反的观点,其论争的焦点在于人大代表的职务是否属于“公职”,

以及其职务行为是否属于“从事公务”? 〔28〕而在既有的实践中,此般行为有被认定为破

坏选举罪的做法。〔29〕很显然,若认为可构成刑法上的受贿罪,便由此可成为监察机关的

监督对象。本文以为,对于不具有公职人员身份的人大代表而言,即便其利用人大代表

的身份从事违法活动,亦不宜认为可由监察机关负责监督,而应将此委以人大及其常委

会通过内部纪律惩戒的形式追究责任,或是根据《代表法》的规定对相关的人大代表予以

罢免或暂时停止执行代表职务等。当然,若构成职务犯罪之外的刑事犯罪的,如破坏选

举罪等,亦不可免于刑事追诉和刑事责任的承担。

二、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关系

(一)“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宪法原则

如何理解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同样关涉对监察机关定位和监察权性质的认

识。现行《宪法》第127条第2款为此关系的处理确定了“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即监察

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监察

法》第4条第2款重申了该原则,并将其视为监察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30〕因此,有关监察

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关系的探讨,亦应当围绕此项原则来展开。具体来说,此一原则其实有以

下三层涵义:一是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互相配合,如根据《监察法》第47条第1款的规定,对于

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被调查人采取强制措施。二

是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互相制约,如根据《监察法》第47条第4款的规定,检察机关若认为监

察机关移送的案件,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起诉的情形,经上级检察机关批准,则依法作出

不起诉的决定。

三是正确处理配合与制约的关系。其实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前,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

公安机关之间同样是根据《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等的有关规定,形成“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
相制约”的关系。对于其中“配合”与“制约”的关系,理论上有两种不同的认识,如有论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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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30〕

参见王芳:“破坏选举罪中‘贿选’若干法律问题探讨”,《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年第6期,第

49页。
例如在“衡阳贿选案”当中,部分参与行贿的人大代表便以破坏选举罪追究刑事责任。参见湖

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岳中刑二终字第74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李建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的说明”,载《人民日报》2018年3月14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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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废止互相配合的表述,凸显制约的本体性地位”;〔31〕还有论者认为应根据不同情形来

处理二者的关系,即当涉及干预公民基本权利时,则应突出互相制约的关系,而在与基本权利

无涉的场合,则应强调各主体间的配合。〔32〕本文以为,鉴于现有权力配置与运行的实践,监
察权的实际位阶已然高于审判权和检察权,故而为避免监察权的滥用进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

无疑更应强调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制约。不过,实践中所呈现的却是对“互相配合”的
过分偏重,以致于“互相制约”被不合理漠视。〔33〕这极易致使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和审判机

关的独立裁判沦为形式,并出现所谓的“监察中心主义”现象,进而致使大量“冤假错案”出现,

有碍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国家刑事法治的建设。

(二)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实质化

在不同的阶段,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互相制约的关系各有特点。比如在起诉阶段,

检察机关应居于主导地位,行使审查起诉的职能;而在审判阶段,审判机关则应居于主导

地位,对检察机关提起的公诉,从事实和法律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审查,〔34〕从而形成“以
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格局。据此,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互相制约关系的实现,在很大

程度上需借由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实质化。但是,考察《监察法》的立法经过可以发现,

在立法之初或许并未注重审查起诉的实质化,这尤其体现为《监察法草案(征求意见稿)》

第45条的规定,即该条规定检察机关在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之前,尚需征求监察机关的

意见。如此规定无疑有碍于检察机关在履行审查起诉职责时进行独立判断。不过,在
《监察法草案(二审稿)》以及全国人大最终审议通过的《监察法》当中,皆删除了这一妨碍

审查起诉作用发挥的规定。〔35〕

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的职能整合至监察

机关。原本由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进行“自侦、自捕、自诉”的“同体监督”格局发生改变,

这其实也是进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制定《监察法》的主要原因之一。〔36〕如此一来,若
将职务犯罪案件的审查起诉职能整合至监察机关,或是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职能趋于形式

化,便会致使监察机关内部出现同样的“同体监督”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检察机关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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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左卫民:“健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思考”,《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2期,第

28页。
孙远:“‘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之教义学原理:以审判中心主义为视角”,《中外法学》

2017年第1期,第192页。
例如,山西省便制定了《省委政法委统筹指导政法机关支持配合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意见》。参

见师长青:“根本在加强党对反腐败的统一领导”,《中国纪检监察》2017年第13期,第40页。
参见陈光中、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0页。
在《监察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部门和地方提

出“征求监察机关意见”属于内部工作沟通,建议《监察法》不作规定,于是删除了该条款。参见孟亚旭:
“留置24小时内应通知单位家属”,载《北京青年报》2017年12月23日,第 A3版。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就《监察法(草案)》
作说明时便指出:“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既行使侦查权,又行使批捕、起诉等权力,缺乏有效监督机

制”。李建国,见前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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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的实质化并非一个新问题,在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互相制约的关系中,同样需要实

现审查起诉的实质化。因为权力不合理的配置和分工,极易致使对效率的重视“淹灭”了
对权力滥用的担心。〔37〕例如,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践中,人们往往过分重视监察机关

与司法机关的协调衔接,〔38〕而漠视了审判权和检察权对监察权的制约,乃至于监察权存

在被滥用的风险。
(三)审判中心主义的重申与监察中心主义的防范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侦查中心主义是我国刑事司法公正的主要掣肘之一。因为以

侦查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构造,乃是造成诸多“冤假错案”的关键因素。正是缘于此,中共

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才
明确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很显然,侦查中心主义出现的缘由众

多,其中颇为关键的原因便是公安机关在现实权力格局中的地位要远高于审判机关和检

察机关,以致于后者难以对前者形成实质性的制约和监督。如有论者指明的那般,“公安

机关负责人 在 党 政 体 系 中 往 往 占 据 要 津,有 时 甚 至 超 越 法 院 院 长、检 察 院 检 察 长 之

上”。〔39〕观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既有实践,虽然反腐败合力得以形成,但监察权亦随

之增大。加之监察机关与执政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地方各级监察机关负责人由

执政党同级纪律检查机关负责人担任,由此使得监察机关在现实中的地位要远高于审判

机关和检察机关。如此一来,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是否能对监察机关形成实质制约,进
而是否能够避免监察中心主义的出现便成不无疑问之事。

虽然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原本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主体业已由检察机关转隶

至监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亦在相当程度上为调查权所替代,但这并不妨碍审判中心主义原

理和制度的继续适用。概而言之,在处理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之间关系的时候,仍
然需要重申审判中心主义,并防范可能出现的监察中心主义。对此甚至有论者认为,需要建构

出宪法法律地位和实际地位皆高于监察机关的审判机关。〔40〕当然,与上述审查起诉的实质

化问题一样,审判中心主义在监察案件中的重申亦并非新问题。故而在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

有关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理念和具体措施,同样可以适用于监察机关。此外,对上

述问题《监察法》同样是有所注重的,如该法第33条规定监察机关收集的证据应与刑事审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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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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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枫:《中国宪法文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66页。
例如曾有报道指出,2017年1至8月,北京、山西、浙江三省(市)检察机关共受理监察机关移

送案件219件281人,其中仅有2件3人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且在达到审查起诉标准后再次移送;
已提起公诉76件85人,法院审结20件23人。检察机关办理监察机关移送案件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平

均用时仅2.7天、22.4天,远少于法律规定的14天、45天。参 见 李 靔:“如 何 形 成 高 效 顺 畅 的 体 制 机

制———在做好‘纪法’‘法法’衔接上下功夫”,《中国纪检监察》2017年第23期,第26页。
张建伟:“审判中心主义的实质内涵与实现途径”,《中外法学》2015年第4期,第864页。
童之伟:“国家监察立法预案仍须着力完善”,《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10期,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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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的要求和标准一致,并重申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案件中的运用。〔41〕但是,由于与

执政党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的监察机关同时履行执纪、执法和职务犯罪调查的职责,而在不

同职责履行过程中,证据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的标准其实是有所不同的,这其实为非法证

据排除规则的运用造成了困难。

三、监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

(一)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

民主政治的监察官应当是独立的。〔42〕此前行政监察机关在行使监察职权时虽有一定的

独立性,如《行政监察法》第3条规定行政监察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不受其他行政部门、社会团

体和个人的干涉。但置于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监察机关,独立监察职能的发挥无疑是“大打折

扣”的。有鉴于此,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才基于监察权独立行使的改革理念,将监察权从行政权

当中“剥离”出来。〔43〕加之行政机关公职人员乃是监察机关之监督对象,而监督者应独立于

被监督者,于是更需使监察机关和监察权独立于行政机关和行政权。为此,我国现行《宪法》第

127条第1款及《监察法》第4条第1款规定:“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

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因此可以说,监察机关职权行使不受行政机关干涉,乃
是宪法上监察机关与行政机关互相关系的主要面向之一。再者,所谓“独立行使监察权”及“不

受行政机关干涉”其实需要借由具体的制度设计来实现的,机构设置的独立其实只是其中的一

个方面,当然党政合署办公的体制于监察机关的独立性也是有所裨益的。除此之外,诸如经费

独立、人事独立、办案独立等也是监察权独立行使的重要内容。

正是基于以上思路,有论者认为当前的预算管理体制乃是不利于监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

的。因为根据我国《预算法》第23条和第24条的规定,中央预算、决算草案乃是由国务院负责

编制的,县级以上地方各级预算、决算草案则是由本级地方人民政府来负责编制。这将造成监

察机关在财政体制上依附于行政机关,进而不利于监察机关独立开展反腐败的监督、调查和处

置工作,尤其是在针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履行监察职责的时候。〔44〕为此,有论者建议在国家

监察体制改革中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的经验,即廉政公署财政经费是由行政长官在政府预算中

另立单项支拨的。〔45〕因此可以通过预算制度的相应调整,实现监察机关预算的单独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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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43〕

〔44〕

〔45〕

不过实践中所呈现的可能是另一番景象,比如在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的全市刑事

法官学习培训上,便强调要强化配合意识,认真审理好监察机关侦办的每一起案件,非法证据的排除要

谨慎、要报告。参见谭畅、郑可书、阚纯裕:“监察之道:要规范行使,受有效制约”,载《南方周末》2017年

11月2日,第2版。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3页。
参见秦前红:“监察体制改革的逻辑与方法”,《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第21-22页。
王旭:“国家监察机构设置的宪法学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第139页。
赵心:“香港反腐制度设计对内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借鉴研究”,载《理论月刊》2017年第8期,第

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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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监察机关的预算“受制”于行政机关,看似是有碍于监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但不可否认

的是,这其实也是行政机关制约监察机关的重要方式之一。例如在美国,总统对官僚机构控制

权的来源之一,即为总统向国会递交预算建议。〔46〕当然,行政机关虽可通过编制预算草案等

方式,对监察机关施以必要的制衡,但此类方式的运用不得妨碍监察权的依法独立行使。
(二)与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监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在宪法上的关系,除表现为监察权行使不受行政机关干涉之外,还包

括“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即根据现行《宪法》第127条第2款和《监察法》第4条第2款的规

定,监察机关在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时,应当与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不过

尚需说明的是,此处的“执法部门”指向为何,可能还涉及对上述《宪法》和法律条文的解释和理

解。因为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当中,此前仅有极少数的法律使用了“执法部门”

的表述。〔47〕在此次宪法修正和《监察法》制定之后,较为权威的解释认为,此处所言之执法部

门是指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审计机关以及质检部门、安全监管部门等行政执法部门。〔48〕

由此可见,现行《宪法》和《监察法》当中的执法部门指的主要是行政机关中的执法部门。同时,

由于相关规定并未使用“行政机关”或“行政执法部门”的表述,是故并不限于行政机关中的执

法部门,亦即此处“执法部门”的范围要广于行政执法部门。因此,由《宪法》和《监察法》的上述

规定可知,监察机关与行政机关中的执法部门也有着“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其中“互
相配合”如《监察法》第24条第3款规定的“监察机关进行搜查时,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提请公安

机关配合”;而“互相制约”主要是指配合需要依法进行。〔49〕当然,互相制约应当是监察机关

与行政执法部门之间关系的核心要旨。
(三)行政监察职能的不完全整合

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行政监察职能整合至新设立的监察机关。为此,《宪法修正

案》第46条和第51条删去了国务院领导和管理行政监察工作,以及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管理本行政区域内行政监察工作的规定。此外,《监察法》第69条亦规定,原本的《行政监察

法》亦在《监察法》公布施行的同时被废止。在此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此前《行政监察法》的规

定,行政监察职能具有全面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即行政监察包括执法监察、效能监察和廉政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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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47〕

〔48〕

〔49〕

(美)托马斯·戴伊、哈蒙·齐格勒、路易斯·舒伯特:《民主的反讽:美国精英政治是如何运作的》,
林朝晖译,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336页。

例如,《旅游法》第83条第2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旅游主管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和

工商行政管理、产品质量监督、交通等执法部门对相关旅游经营行为实施监督检查”;再如,《海关法》第5条第

2款规定:“各有关行政执法部门查获的走私案件,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移送海关依法处理”。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法规室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释

义》,中国方正出版社2018年版,第65页。
比如浙江省监察委员会主任刘建超在接受采访时便指出,公安机关对我们也有监督的。一个案件

下来,技术侦查、通缉、限制出境等就要得到公安机关的配合,监察机关自身不具备这些执法的权力。有配合

同时就有制约,比如采取这些措施合不合法,公安机关有公安机关的考虑。参见谭畅、郑可书:“‘我无权单独

对一个案子拍板’———专访浙江省监察委员会主任刘建超”,载《南方周末》2018年3月15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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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等具体内涵。〔50〕如此一来,便出现以下需要回答的问题:上述执法监察、效能监察和廉政

监察是否皆由行政监察机关整合至新设立的监察机关? 若皆已整合,是否与监察机关之“反腐

败工作机构”的定位不相符合? 若并未全部整合,那剩余的监察职能究竟有几何,以及是否仍

然有必要存在? 若仍然存在或仍有必要存在,则应由何主体来行使?

本文以为,由行政监察机关整合至监察机关的职能主要是廉政监察职能,因为无论是国家

监察体制改革的实践或是《监察法》的规定,皆是将监察机关形塑为专司反腐败职能的机关,或
谓之为专门的反腐败工作机构。比如根据《监察法》第1条和第3条的规定,国家监察立法的

目的之一即为“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同时“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亦为监察机关的重

要职责。当然,执法监察和效能监察在功能意义上仍有存在之必要,但至于此二职能由何主体

行使,有论者认为可“强化执法监察和效能监察职能”,并“在机构上整合行政监察和审计机关,

组建监审合一的行政监督机构”。〔51〕即组建和成立新的机构来履行执法监察和效能监察职

责。不过,执法监察与政府法制部门及督查监查部门的相关职责存在交叉,效能监察则又与政

府绩效考核、行风评议部门的职责有重合。〔52〕这其实限缩了行政监察机关履行执法监察和

效能监察职能的空间。鉴于实践中的此般现状,可在功能主义层面保留执法监察和效能监察

职能的同时,将此二职能交由政府办公机构、政府法制部门等相应的行政机关来行使。

四、上级监察机关与下级监察机关的关系

(一)宪法上国家机关的领导体制

以上主要是以国家机关横向间的关系为视角,讨论我国宪法上监察机关的定位及监察权

的性质。同时,监察机关内部的纵向关系,即国家监察委员会与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上级监

察委员会与下级监察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亦是我国《宪法》的重要内容。在我国现行《宪法》规
定的国家机构当中,纵向间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如在国务

院与地方各级行政机关之间,上级行政机关与下级行政机关之间;〔53〕以及在最高人民检察院

与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之间,上级人民检察院与下级人民检察院之间。〔54〕二是监督与被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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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1〕

〔52〕

〔53〕

〔54〕

参见马馼:“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纪念监察机关恢复组建25周年”,《中国监察》2012年第

13期,第5-6页。
刘峰铭:“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行政监察制度的转型”,《湖北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第149页。
罗亚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实践考察和理论省思”,《理论与改革》2017年第5期,第170页。
我国现行《宪法》第108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

政府的工作”;第110条第2款规定:“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

国务院”。
我国现行《宪法》第137条第2款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

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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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的关系,即在最高人民法院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与下级人民法院之间。〔55〕

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第125条第2款的规定,监察机关内部也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即作为

最高监察机关的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上级监察委员会领导下级

监察委员会的工作。

国家机关内部究竟以何种原则来调整其纵向关系,其实乃是由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比如

国家结构形式,单一制下国家机关纵向关系多趋于领导或监督的体制,而在联邦制下则多为彼

此独立的关系。再如国家机关所行使权力的特性,如行政权的管理关系存在官僚层级的服从

性,司法权则是非服从性的权力。〔56〕因而行政机关纵向之间通常为领导关系,而审判机关则

多为监督关系。再如国家机关预期的功能,如我国的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维护国家法

制统一是其核心功能和任务。检察机关必须通过行使检察权,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而要完

成这一任务,在上级检察机关与下级检察机关之间,特别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地方各级人民检

察院之间,如果没有保证统一和高效运作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是不可思议的。〔57〕此外,此

种纵向关系的调整原则亦是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过程中的,比如我国“七五宪法”确立的检察

机关领导体制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在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制定过程中,以了保

证检察机关对全国实行统一的法律监督,便把检察机关上下级关系由原来的监督关系改为了

领导关系。〔58〕

(二)上下级监察机关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和《监察法》的规定,上下级监察机关间的领导体制是领导与被领导

的关系。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

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亦规定:“监察委员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

务委员会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并接受监督。”有论者据此认为监察机关内部是一种“更接

近政府内部的纵向关系,而与人民检察院内部的纵向关系有一定差别”。〔59〕监察机关缘何采

用领导与被领导的领导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所决定的,即改革的

根本目的就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60〕而惩治腐败工作又必须始终坚持在党中

央的统一领导下推进。〔61〕如此一来,自然要求加强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

的领导,上级监察委员会对下级监察委员会的领导。同时,监察委员会并非司法机关,监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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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56〕

〔57〕

〔58〕

〔59〕

〔60〕

〔61〕

我国现行《宪法》第132条第2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

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
参见孙笑侠:《司法的特性》,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
《彭真传》编写组:《彭真传(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9页。
彭真:“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载《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

件》,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1-102页。
姜明安:“国家监察法立法应处理的主要法律关系”,《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第121页。
钟纪言:“赋予监察委员会宪法地位 健全党和 国 家 监 督 体 系”,《中 国 人 大》2018年 第5期,

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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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行状态基本上是行政性的而非司法性的,故而在组织体系上更强调上下级监察机关之间

的服从性,〔62〕也就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此外,由于监察机关与执政党纪律检查机关合署

办公,故而纪律检查机关的领导体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监察机关的领导体制,纪律检查机

关领导体制的改变同样会作用于监察机关的领导体制。

相较于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内部的纵向关系而言,监察机关虽同样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

系,但在监察机关内部,此种领导的程度其实要远强于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内部。一是因为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下,上述三机关皆是一种双重从属负责的体制,既横向层面需向同级权力

机关负责,纵向层面还要向上级机关负责,但监察机关纵向层面的从属性其实要强于横向层面

的从属性。二是由于执政党纪律检查体制改革要求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比如腐

败案件的查办要以上级纪委的领导为主。〔63〕因而与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的监察机关,其
领导体制中上下级间的领导关系亦将随之强化。

五、余 论

为了以法律的形式固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成果,并为各级监察机关的成立提供宪法依

据,此次宪法修改为国家监察体制作了颇多的宪法设计,对监察机关作为国家机构在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中的地位,以及监察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间的关系进行了规定,特别是在《宪法》第三

章“国家机构”中增设“监察委员会”一节。一般说来,国家机构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而建立起

来的国家机关的总称。〔64〕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民主集中制的国家机构组

织原则之下,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各国家机关之间分工负责,实现决策权、执行

权、监督权既有合理分工又有相互协调。〔65〕在现行《宪法》对国家监察体制所进行的宪法设

计当中,监察机关同样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有着“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此

般国家机关间宪法关系的设计,一是基于专业化分工的考量,从而配置给不同国家机关以相应

的职权;二是欲借由互相之间的制衡,以期达致防止权力滥用之目的。因此一个部门的权力不

应由另一部门行使,一个部门不应对另一部门施加强制性的影响。〔66〕依此逻辑,我国现行

《宪法》和《监察法》在规范层面为监察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予以权力分工和划定权力行使界限

的同时,亦需防范在实践层面监察机关的职权行使对其他国家机关形成实质上的强制性影响。

唯有如此,才能使宪法上对监察机关定位和监察权性质的设计不至于沦为“具文”。

再者,本文虽然是基于《宪法》和《监察法》的相关规定,以国家机关相互之间的关系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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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讨论了我国宪法上的监察机关和监察权。但不可否认的是,此般讨论其实并未能客观全面

地揭示监察机关和监察权的“全貌”。诚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法学家的古德诺所言:“政府体

制的特点不仅由法律制度决定,同样也由法外制度决定。与仅能提供法律框架的法律相比,法
外制度对政治体制产生的影响更大。”〔67〕因为国家机构体系中的监察机关与执政党纪律检查

机关合署办公,虽然可以促使执纪与执法得以有效衔接,但其实对监察机关的定位和监察权的

性质也产生了很大程度的影响。例如,上下级监察机关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领导体制,即可视

为是以执政党纪律检查机关领导体制为原型的。同时,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

任的肖培在就宪法增写监察委员会有关内容答记者问时亦表明:“监察委员会作为行使国家监

察职能的专责机关,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既是党的机构,又是国家机构”。〔68〕于此

层面而言,对监察机关定位和监察权性质的考察,亦需注重权力运行的实际轨迹,特别是纪检

监察合署办公的体制。

Abstract:Thereformofthenationalsupervisionsystemisessentiallyaboutredistributionofpowerof

supervision,whichcreatesthesupervisoryorgansandsupervisorypower.Thereareanumberofconsti-

tutionaldesignsintheFifth-timeAmendmentstotheConstitutionthataimtoputsupervisoryorgans

intothestructureofthestateandprescribetherelationshipbetweensupervisoryorgansandotherstate

organs.InaccordancewiththecurrentConstitution,thesupervisoryorgansarecreatedbythepeople̓s

congressestowhichtheyareresponsibleandbywhichtheyaresupervised.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

supervisoryorgansandjudicialorgansisaboutchecksandbalances.Meanwhile,theadministrativeor-

gansshouldnotinterferetheexerciseofsupervisorypowerandshallcoordinatetheireffortsandcheck

eachother.Moreover,thesupervisoryorgansathigherlevelsdirecttheworkofthoseatlowerlevels.

Therefore,itissignificanttoestablishandmaintaintherelationshipbetweensupervisoryorgansandoth-

erstateorgansaccordingtotheConstitution,andthelegalnatureofsupervisoryorganandsupervisory

powershallbeconstructedonthebasisofabovediscussiononrelationships.

KeyWords:SupervisoryOrgan;StructureoftheState;Constitutional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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